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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事求是的思想史渊源及其创造性提升

金民卿

摘　要：实事求是，作为影响深远的治经方法、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源远流长的思维方

式、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中华思想史中早已存在，并随着时间演进和

思想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充实。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把这一思想史上

的宝贵财富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升，凝练

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造，并在实践中加以运用

和发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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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思想的忠诚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的理

论创造从根本上说，就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把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创造性结合的过程，我们党的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1961年1
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河北省

有个河间县，汉朝封了一个王叫河间献王。班固在

《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中说他‘实事求是’，

这句话一直流传到现在……我们党是有实事求是传

统的，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

结合。”[1]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不仅指出了中国

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深厚历史文化渊源，而

且强调了这一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本质。实事求

是作为影响深远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源远流长

的思想方法和精神追求，在几千年的中华思想史中

早已存在，并随着时间演进和思想发展而不断丰

富，中国共产党人把中华思想史上的这一宝贵遗产

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进行马

克思主义的提升，凝练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

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造。

一、影响深远的学术态度和治学方法

“实事求是”一词，最早出自《汉书·河间献

王刘德传》，班固赞扬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

实事求是”。其传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

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

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

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

得书多，与汉朝等。是时，淮南王安亦好书，所招

致率多浮辩。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

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

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

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

诸儒（多）从而游。”[2]在这个简短的传记中，班

固不仅记述了献王刘德在儒经文献搜集、整理方面

的贡献，而且归纳了中华思想史上一种影响深远的

治经传统、治学方法、学术态度和学术风格。

汉武帝时期，随着以儒学为核心的封建主义国

家意识形态的建构，对儒家经典的收集整理和学习研

究，成为日后长期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思想史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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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暴秦之时，焚书坑儒，许多先秦重要典籍被毁或

佚失；加之汉初好黄老之学，儒学经典更是散乱不

齐。武帝之时，罢百家而尊儒术，搜集、恢复、考

证、重构和解释儒家经典，成为当时儒家学者的核心

工作。献王刘德就是一位代表人物，他一心复兴儒

学，但当时儒经典籍不完整、不统一，各派博士、大

师根据各自理解，形成自为一体的师法、家法。一些

学者自造“伪书”以充经典，一些学者以谶语、纬书

诠释儒学，把儒学神学化、宗教化。在此之时，刘德

坚持儒学要依据可靠的经典来诠释，回到孔孟思想之

原点，深挖圣王治理之道，找到儒学的本来面目。为

此，刘德在民间遍求真迹，获取善书，不惜重金抄

录、购买先秦古书尤其是儒学经典。他的这项工作取

得很大成绩，各地有藏书者不远千里送来儒家经典，

其得书甚多，其中不乏《周官》《尚书》《礼》《礼

记》《孟子》等儒家经典以及孔门弟子论著。刘德

不仅搜集整理大量儒家经典，而且倡导并推动儒学研

究，“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

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3]。

刘德搜集、整理、解释儒家经典的风格和方

法，被班固以“实事求是”加以概括。唐初经学家

颜师古注解《汉书》时指出，实事求是就是“务得

事实，每求真是也”[4]。意指儒学经典的发掘和思

想的诠释，首先要探究和考证经典文献的真实可靠

性，必须做到言出有据，以实实在在的、可靠的经

典文本和事实材料来求索真相，获得儒学的思想精

义，而不能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兴趣言者自言、注者

自注。当然，刘德实事求是的主要功夫是对经典的

搜集和整理，考证文本的真实性，而不是研究和诠

释方面，可以说主要是一种治经方法。

这种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正确学风，在当时

就得到了儒家学者的认同，产生了很大影响，“山

东诸儒（多）从而游”。在朝廷中也得到赞同和认

可，其诏策应对被认为“得事之中，文约指明”。

当朝大臣称刘德为“明知深察”，朝廷誉其“聪明

睿知”[5]，班固称其“夫唯大雅，卓尔不群”[6]。

唐初，对儒学经典的注释进入了一个高峰期，

颜师古、孔颖达、司马才章、王恭、王琰等受诏撰

定《五经正义》凡一百八十卷，唐太宗称誉“博综

古今，义理该洽，考前儒之异说，符圣人之幽旨，

实为不朽”[7]。他们在注经过程中对刘德的实事求

是方法和学风赞誉有加而承继发扬。其中，颜师古

很具有代表性。颜师古“少传家业，博览群书，尤

精诂训，善属文”[8]。唐太宗李世民鉴于儒经传世

已久，多有错讹，诏令师古等考订“五经”。颜师

古大量考证古今各种注释版本，“多所厘正”“援

据详明，皆出其意表，诸儒莫不叹服”[9]。后人赞

其“家籍儒风，该博经义，至于详注史策，探测典

礼，清明在躬，天有才格”[10]。

颜师古对《汉书》的注释，最能体现他对实

事求是方法的传承和弘扬。如果说汉代刘德的实事

求是着重在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搜集、整理、鉴别方

面，那么到了唐代，颜师古等人对于实事求是的发

挥则更多是对于各家注释的考证、甄别和比较，力

求校正文本流传中的错讹，纠正注家的误传、误

解，还归经典的本来面目和儒经的真实思想。实事

求是作为一种方法从重点在于辨别文本真实性，上

升到主要在于校正文本的错讹、追寻思想的真相，

成为一种良好的治学方法和学术风格。

颜师古详细审查前人如服虔、应劭、晋灼、

臣瓒等的《汉书》注解，发现这些注解存在诸多问

题，或“各为音义，自别施行”[11]；或“颇以意增

益，时辩前人当否”[12]；或“以己之所见，续厕其

末，举驳前说”[13]；或“意浮功浅，不加隐括，属辑

乖舛，错乱实多，或乃离析本文，隔其辞句，穿凿

妄起”[14]。他概括道：“近代注史，竞为该博，多引

杂说，攻击本文，至有诋诃言辞，掎摭利病，显前

修之纰僻，骋己识之优长，乃效矛盾之仇雠，殊乖

粉泽之光润。”[15]为此，他提出要“翼赞旧书，一遵

轨辙，闭绝歧路”[16]，着力纠正前人之错讹，“曲覈

古本，归其真正”“克复其旧”[17]。对于诸表，“寻

文究例，普更刊整，澄荡愆违，审定阡陌”[18]；对

于礼乐歌诗，“随其曲折，剖判义理，历然易晓，

更无疑滞，可得讽诵，开心顺耳”[19]。对于前人的

注解，“凡旧注是者，则无间然，具而存之，以示

不隐。其有指趣略举，结约未伸，衍而通之，使皆

备悉。至于诡文僻见，越理乱真，匡而矫之，以祛

惑蔽。若汎说非当，芜辞竞逐，苟出异端，徒为烦

冗，祗秽篇籍，盖无取焉”[20]。这种考证、注解旨在

尽可能占有资料，依据真实可靠的文本来解释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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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相，而不曲解妄论，“上考典谟，旁究苍雅，

非苟臆说，皆有援据”[21]。正因为如此，他的汉书注

成为经典之作，史家称“师古注班固汉书，解释详

明，深为学者所重”[22]。

宋学兴起后，这种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儒经诠

释方法旁落，学者大都推崇“六经注我”式的义理

之学，即陆九渊所谓的“六经皆我注脚”[23]，而对经

典本身的真伪与否，诠释是否合乎经典本义，则考量

不多。这种义理之学固然在哲学思维的提升和弘扬方

面功绩颇巨，但在学风之严谨方面则缺陷明显。

明清之际，空谈之风受阻，实学之风兴起，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重新振作，在经学、史学、哲

学等领域得到了推广，成为一种学术态度和学术风

气。顾炎武抨击晚明学者言心言性而不致实用、以

一己之言而废先儒之说的学风，开启经世致用的

思想方向。顾炎武研究方法中的一个主要特点就

是“博证”，对任何观点必须要有证据，且不以孤

证自足，无足够证据则舍弃之，孤证者则存疑，形

成了清代考据思想的发端。他强调：“经学自有源

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

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24]其

弟子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赞其师“凡经义、史

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之属，

一一疏通其源流，考正其谬误”[25]。此言不虚。黄

宗羲精心治史，倡导以历史事实为根据，发掘历史

传统的真实面目，其《明儒学案》就是这一主张的

代表。全祖望评价黄宗羲时讲道：“先生始谓：学

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

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前此讲堂痼

疾，为之一变。”[26]

随着清代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考据成为主流，

形成了清代学术思想中的乾嘉考据学派，“许、郑

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尟，说经皆主实证，不空谈

义理”[27]。乾嘉考据学秉持实事求是传统，强调对

儒家经典进行训诂考据，务求还原经典之真相，依

据真实史料解释经典而不为主观判断所左右：“昔

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

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

也。”[28]清代考据学主要分为吴、皖两支，吴派以

惠栋为代表，偏重追寻三代制度，以博闻强记为入

门，以尊古守家法为究竟，把刘德以来的实事求是

方法推向极致。

皖派以戴震为代表，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考

证。梁启超对戴震的治学方法评价甚高：“无论何

人之言，决不肯漫然置信，必求其所以然之故，

常从众人所不注意处觅得间隙，既得间，则层层

逼拶直到尽头处；终无足以起其信者，虽圣哲父师

之言不信也。”[29]戴震主张，不以谁为宗，但求真

理，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30]“盖有

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31]。就是说一定

要做到博览、求真、信实。他在谈到自己治经方法

及目的时谈道：“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

绪言闇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

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

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

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

言以定其论，拘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

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杪，不手批枝肆

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

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者之辨之也。……

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阙，庶几治经不

害。”[32]不仅把实事求是的学风和治学方法发扬光

大，而且已经超越了实事求是的初始内涵，发展成

为比较系统的研究方法和思想方法。

二、源远流长的精神追求和思想方法

实事求是作为一种求真精神、思想方法和思维

方式早已存在于中华思想之中，绵延几千年而始终

存在并不断发展和丰富。这种求真精神和思想方法

的核心就是主张从实际材料中获得对事物真相的认

识，以实践效果来检验认识的有效性和合理性，突

出了思想认识的来源及其真理性的检验问题。

中国早期文化典籍中已经包含着实事求是精神

追求和思想方法的萌芽。《诗经·国风》中的大部

分篇目就是来自民间生活的原始资料，或者是对这

些原始资料的提升。这表明，在其萌生时期，中华

文化就有注重采集实际资料的传统，注重从这些实

际资料中抽象和提炼出反映社会生活或政治实践的

经验和思想，这种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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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方法，是中华先人在征服自然过程中形成的宝

贵思想财富。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思想家都高度重视言与

行、思想与实际、理论与功用的关系，强调人们的

思想认识和言论必须来源于生活实际，必须具有现

实功用，形成了实事求是精神追求和思想方法的早

期形态。

《论语》强调“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 [33]“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

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 [34]“君子耻其言而过其

行”[35]。这就是强调，人的思想和认识不能固执于

个人的主观意志、狭隘独断，而必须要符合实际；

判断一个人，不能仅仅看其言论，更要看他的实际行

动，用实际行动效果来判断个人的思想和意志；人们

在思想和行动的过程中，一定要做到言行一致、表里

如一，言行不一、言过于行都是不合理的。

《墨子》提出“三表法”：“言必有三表。何

谓三表？子墨子言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

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

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废以为刑政，

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36]这就是强调，人们的

言论和思想，必须要有本源，这个本源就在于历史

（古者圣王之事）、现实（百姓耳目之实）之中；必

须要有实际的功用，即对国家百姓有实际利益。

《荀子》提出“验符论”的思想，“不闻不若

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

之”[37]“善言古者必有节（验）于今，善言天者必有徵

于人。凡论者，贵其有辨合、有符验。故坐而言之，

起而可设，张而可施行”[38]。这就是强调，人们的言论

一定要有事实根据，一定要能够经得起实际验证。

《韩非子》强调，言论必须要注重事实和功

用，若无事实基础和切实功用，则均为妄言虚语，

“夫言行者，以功用为之的彀者也”[39]“今听言观

行，不以功用为之的彀，言虽至察，行虽至坚，则

妄发之说也”[40]。

这些早期的实事求是求真精神和思想方法，

在日后的发展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充实。汉代大儒王

充提出“实知”“效验”思想，强调必须要从事实

出发，进行逻辑思考和推理，得出符合实际的、经

得起实践检验的知识。在他看来，思想和言论“须

任耳目以定情实”[41]“如无闻见，则无所状”[42]，

就是强调要从事实中获得认识，以感性经验和亲身

实践为认识的来源和基础。当然，他也绝不是把认

识仅仅停留在感性认识或拘泥于个人经验层面，而

是强调要在经验的基础上进行逻辑推理和抽象，

“揆端推类，原始见终” [43]“案兆察迹，推原事

类”[44]，进而排除虚像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真理性认

识。他还强调，任何言论必须有所验证方为真实可

信，“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

众不见信。……事有证验，以效实然”[45]。

宋代大儒朱熹的“格物致知”理论，其中一

个方面的内容就是要从实在的事实中发现作为事物

本质的“理”。他在注释《大学》之“格物致知”

时写道：“致，推极也。知，犹识也。推极吾之知

识，欲其所知无不尽也。格，至也。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46]“物格

者，物理之极处无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无

不尽也。”[47]他在《大学章句》中专门增写了一段

关于“格物致知”的话：“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

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

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

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

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

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

格，此谓知之至也。”[48]在这里，朱子就是强调，

每一个人都有认识能力，但这个认识能力也是在同

事物接触的过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的；人必须同

事物接触，在不断理解事物的过程中，抓住事物的

本质和规律，最后达到致知；认识的过程就一事一

事地格，一物一物地格，日积月累，最后达到脱然

贯通，一朝顿悟，获得潜藏于事物之中的“理”。

他还强调，不仅要从事物本身出发来获得知识，而

且要用实践来检验知识，“既致知，又须力行。若

致知而不力行，与不知同”[49]。这些观点固然有客

观唯心主义的大背景，但是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求真

精神和认识论思想，有其合理性的方面，如果加以唯

物主义改造，就能够上升到唯物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

的高度。马克思主义对于黑格尔哲学就是如此。

明清之际，王夫之改变宋明以来哲学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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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唯物主义立场上深入研究知识论问题，在实事

求是思想上有重大的突破和贡献，形成了中华思想

史上唯物主义知识论、真理论的重要发展阶段。宋

代以来，中国学术长期以理学为重点，探究道、

理、心、性等本体之论，特别是阳明学派倡导明

心见性，学者把大量功夫都花费在抽象的明心见性

上面，到头来并无真实知识学问，更无经世致用之

功。由此，在社会变迁之际，王夫之着重思考知识

问题，探究知之真谛与途径。他反对生而知之的唯

心主义先验论，坚持人的认识首先来自人们对事物

的感知；但是，这种得自耳目等感官的“见闻之

知”，并没有达到对事物本质的认识，“缘见闻而

生之知非真知”[50]，必须进一步通过学问慎思等对

这种感性认识进行抽象提升，获得洞明事物本质和

规律的“德性之知”：“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

睿知。入天下之声色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

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

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

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

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51]这样，他就把经验和

理性、见闻与真知结合起来，强调要从事实和经验

出发，对事物进行深入研究，得到真理性的知识，

即“循理而及其原，廓然于天地万物大始之理”的

“德性之知”[52]。同时，他还提出“知行相资以为

用”的知行观，在坚持知行不可分离的同时，强调

“行”是知的目的，是检验真知的标准：“知也

者，固以行为功者也。行也者，不以知为功者也。

行焉可以得知也，知焉未可以收行之效也。”[53]

进入近代，经世致用成为主导性思想导向，

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也随时代发展而获得了新的意义

和内容。其中，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很有代表

性。曾国藩一向以修身自律的君子标准要求自己，

对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都倍加看重。他

对实事求是不局限于儒经考证和诠释方法，而是把

经世务实思想注入其中，提出自己的理解：“《大

学》之纲领，皆己立身切要之事明矣。其条目有

八，自我观之，其致功之处，则仅二者而已：曰格

物，曰诚意。格物，致知之事也；诚意，力行之事

也。物者何？即所谓本末之物也。身、心、意、

知、家、国、天下皆物也，天地万物皆物也，日用

常行之事皆物也。格者，即物而穷其理也。如事亲

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

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

吾心，物也；究其存心之理，又博究其省察涵养以

存心之理，即格物也。吾身，物也；究其敬身之

理，又博究其立齐坐尸以敬身之理，即格物也。每

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己体察，穷究其理即

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

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

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达亦在此。”[54]“即

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

解也。……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

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

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

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

者乎？”[55]这就是说，他继承了朱熹关于“格物致

知”的合理性内涵，同时又把经世致用的追求融合

到实事求是思想方法之中，把主体所探索的各种外

在事物和主观现象都看作“事”与“物”，人们就

是要在对这些“事”的不断求索中，获得“是”和

“理”。虽然曾国藩的“即物穷理”“实事求是”

思想，并没有上升到唯物主义的高度，但他把实事

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这两个方面的内涵合二

为一，在思想史上还是很有价值的。撇开政治因素

来看，曾国藩对实事求是思想的理解和拓展，尤其

是他把这种理解用于实践及其产生的实际效果，对

近现代中国人进一步升华实事求是思想产生了很大

影响。

三、实事求是升华为中国共产党的思

想路线

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实事求是越

来越表现为敢于抨击现实、变法革新、经世致用等

“求是”思想，谋求通过对各种先进的科学技术、

典章制度、思想文化的引进、学习、吸收，探索救

亡图存、民族复兴的思想和道路。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传入中国，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

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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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实事求是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形成

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中国化形态，创立了中

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现了马克思主义

同中国优秀传统思想结合的伟大创造。

1941年，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

深刻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坚决反对不做调查

就瞎说一顿的主观主义，特别是不考虑中国具体国

情而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词句和外国经验的教条主

义，明确提出必须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对待马克

思主义：“在这种态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

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是为着解决中

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

观点，找方法的。”就是在这篇经典著作中，他把

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思想方法作了马克思主义的

理论提升，进行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阐释：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

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

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

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

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

为我们行动的向导。”[56]这就是说，要在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指导下，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详细地

占有材料，深入研究、深刻把握事物发展的内在规

律，形成科学的真理性认识，以此来指导发展着的

实践。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毛泽

东同志一直强调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

自从提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之后，中国共产党

人始终把它作为指导革命建设改革的根本遵循，毫

不动摇地坚持并结合新的时代特征不断发扬光大。

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进行

了深刻全面的论述，尤其是对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

的关系做了辩证分析。他强调，毛泽东思想的基本

点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

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

的精髓；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

经验加以概括，一切工作都必须要坚持实事求是，

因地制宜。[57]“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

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

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

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58]他结合

当时的现实任务明确提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只

有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解放思想，

努力研究新情况新事物新问题，坚持实事求是，一

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我们党才能

顺利地实现工作中心的转变，才能正确解决实现现

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改革同生产

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领导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的过程中，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坚持实

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创新是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我们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

进，坚定不移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

及其他各方面创新，让党和国家事业始终充满创造活

力、不断打开创新局面。”[59]他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历

史发展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从哲学高度对实事求是

的内涵做了系统阐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深入实

际理解事物的本来面貌。要通过现象看本质，从零乱

的现象中发现事物内部存在的必然联系，从客观事物

存在和发展的规律出发，在实践中按照客观规律办

事。”[60]他结合新时代的任务和特点，要求广大领导

干部把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贯彻到工作全过程，自觉做

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表率，“要自觉坚持实事求是

的信念，增强实事求是的本领，时时处处把实事求是

牢记于心、付诸行动”。坚持实事求是，就要坚持求

真务实的作风，“坚持求真务实，既要在‘求真’上

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

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61]。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取得胜利的重要

基础。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

牢牢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科学把握中国基本国情，制

定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方针策略，赢得了一系列伟大胜

利。毛泽东同志指出：“只有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

才能认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

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转

变。所以，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

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62]

这就是说，科学认识和把握我国基本国情，是正确制

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和出发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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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地分析

中国具体国情，抓住中国的基本矛盾，即中华民族

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的矛盾。

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

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革命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革命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在作出这种理论探索的基础上，他领导全党制定了

科学合理的革命策略，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

大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实事

求是地把握主要矛盾的变化，对基本国情作出了准

确的分析，作出了我国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

段”的初步判断。他强调：“中国的人口多、底子

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

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

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63]这个判断为改革开

放后党中央判定基本国情和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理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领导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对我国的基本国情

和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判断：“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

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

会主义。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

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

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

规划。”[64]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就是

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

的矛盾，这就决定了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立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实际变

化，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我国所处的历史方位和主

要矛盾作出新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

展已经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

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

展之间的矛盾。但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没有改变我们对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

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

情没有变。基于国情实际、主要矛盾和历史方位

的新变化，党中央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

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协调推进“四个全

面”，统揽推进四个伟大，制定了一系列新部署、

新举措，着力解决地域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矛盾，

不断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向前发展，

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

懈奋斗。这一系列重大判断、重大决策，都是实事求是

思想路线在当代全面坚持和贯彻落实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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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and Its Creative Development

JIN Minqing
Abstract: As a far-reaching academic attitude and classic research methodology, as well as a long-treasured way of thinking and pursuit 

of mind,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has long existed in the ever-lasting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enriched and perfected as time flies and 

ideas develop.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revolutions, constructions, and reforms, Chinese communists creatively integrated the intellectual 

treasure with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hich were developed and forged into the ideological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creation of localized Marxism in China has been applied and improved in practice.

Key words: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deological cours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